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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2021年的COVID-19 疫情，讓現場音樂產業，尤其是中小型Live 
House受到最直接的生存挑戰。即使在疫情不那麼嚴重的臺灣，2020年3月

到6月，以及2021年5月到8月，因應防疫需要，室內活動人數限制、出入境管制
以及三級警戒等措施，都使得Live House業者、音樂活動單位，以及相關音樂
工作者，面臨生活及事業存續的危機。本文研究2020年疫情期間及之後，臺灣
的Live House經營者，及其相關音樂工作者網絡，受疫情影響的程度及變化。
研究發現，疫情衝擊曝露出本地音樂場館及工作者的生存結構特質：包括音樂
場館的低發展高競爭、Live House本身的仕紳化，既彈性也不穩定的專案工
作網絡，以及場館與工作者相互依存的多重彈性剝削。本文認為，中小型音樂
場館是鑲嵌於城市空間的現場音樂生態系基礎，在全臺灣也已緩慢轉型，疫
情後本地獨立音樂場景有新榮景，卻也有隱而未現的隱憂。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since early 2020 directly affected the business of 
‘Live Houses’, namely the grassroots small and medium live music venues, 

and their related music workers. Even in Taiwan where the pandemic is not 
so severe,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appeared in 2020 and 2021 still 
caused a crisis for the live music sector. Live house operators, music promoters, 
indie musicians and many project workers face survival challenges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ways music workers in the live music sector impacted 
by the pandemic and how they struggled in 2020 and 2021. We further argue 
that the special survival structures of the small and medium live music venues in 
Taiwan have been exposed by the pandemic. The small and medium live music 
venues across Taiwan face a highly competitive but underdeveloped market. 
While the gradual ‘gentrification of Live Houses’ happened in the last decade 
was paradoxically the result of the government policy. The musical workers in 
the live music sector live in a highly flexible and precarious life, subjected to 
different ambiguous flexible exploitation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mall and 
medium live houses embedded in the urban space are the basis for a vibrant and 
sustainable live music ecology. However, it has undergone subtle changes after 
the pandemic. 

關鍵詞：Live House、現場音樂場館、新冠肺炎、現場音樂生態、獨立音樂、臺灣

Keywords: Live House, Live Music Venues, COVID-19, Live Music Ecology, 
Indie Music,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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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2020疫情風暴與全球現場音樂場館困境

2020-2021年的COVID-19疫情，讓現場音樂產業，尤其是中小型音樂

場館（small and medium live venues）—本地稱為“Live House”—的營

運，受到最直接的影響。2020年1月下旬，來自中國武漢的新冠肺炎（後稱

C O V I D-19）疫情消息傳出，臺灣各界的活動中，參與觀眾就必須強制全

程帶上口罩；3月起，國際旅行限制出現、臺灣本土案例上升，各項活動紛

紛停止。2020年3月19日起，臺灣全面禁止外籍人士入境，並加強入境檢

疫措施；3月25日，疾管署宣布「室內超過100人以上，室外超過500人以

上的公眾集會活動建議停辦」（衛生福利部2020/3/25）。管制措施一出，

對現場音樂產業立即帶來衝擊，不只是國外樂團來臺灣的演出幾乎全數取

消或延後，連帶臺灣樂團的演出活動也受到影響，各個Live House在3月之

後原本已排好的活動，開始陸續被取消到6月，有些L i v e H o u s e場館幾乎

停止營運。2020年的疫情初期，也被稱為是「零收入的三個月」（徐韻軒

2020/4/27）。直到2020年的6月初，因為連續44天無本土病例，政府擴大解

禁，現場音樂活動才又慢慢恢復，臺灣也是當時少數仍可正常工作及生活

的國家。但2021年5月，臺灣又出現第二波升高的本土疫情。先是5月8日的

桃園機場諾富特飯店群聚感染，接著新北市蘆洲區、臺北市萬華區的群聚

感染；5月11日起，全國升二級警戒，原則上「停辦室外500人以上，室內

100人以上之集會活動」。5月19日政府更宣布全面進入三級警戒，「停止

室內5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聚會」、「關閉休閒娛樂場所並禁止任何人在

內從事相關業務、消費或其他聚會行為」，民眾外出時需全程戴口罩、實聯

制。直至7月本土疫情趨緩，疫苗施打率提升，7月27日衛福部才將防疫警戒

調降至二級，藝文活動已可舉辦，只要室外人數降載50%、室內保持安全距

離；10月28日更進一步取消各種集會活動限制。可以說，2021年5月至10月

底的第二波疫情，對大型演唱會、音樂節到小型展演空間的影響較2020年

更為直接，包括完全停止的5月至7月底，以及只有零星活動的8月至10月。

2020年初蔓延的C O V I D-19疫情，無疑是全球現場音業產業的災難。

一般來說，音樂產業有兩大主軸：唱片（r e c o r d e d m u s i c）以及現場音樂

（ l i v e  m u s i c），雖然疫情對整體音樂產業會有影響，但無疑地，對現場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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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營收及相關工作的影響則更為直接。而在現場音樂產業中，音樂場

館（l ive music venues）則是較為基層的空間設施行業，指的是提供現場音

樂演出的場所，大多有投資適於現場演出的永久性設施（如舞臺）及設備

（如音響燈光）。與大型演唱會場地（concert ha l l）、或可容納萬人的體

育館（stadium）不同，這些音樂場館多是散佈於城市中，支撐更為日常的

小規模音樂活動與消費的空間。依大小區分，小型場館是指容納350人以下

的場地，中型場館則是容納350-600人的演出空間，多站立演出及聆聽， 1

而超過600到千人左右的場地則是大型場館。中小型場館多是小眾、尚未成

名的音樂人或獨立樂團的演出場地，大型場館則多是商業型音樂場館，因

營運成本高，常是商業集團及公司才有辦法經營的專業場地。在2020年疫

情爆發後，國際上包括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 E C D）、各國政府或主要

城市、國際流行音樂研究學會（IASPM）等，都持續投入系列研究調查與

論壇，以了解文化及創意行業（Cultural and Creative Sectors, 簡稱CCS），

以及現場音樂產業所受到的衝擊（O E C D  2 0 2 0 / 9 / 7 ;  I A S P M  2 0 2 1 / 2 / 3 ; 

I A S P M 2021/3/17）。比如現場音樂產業因為活動取消而無法有收入，周

邊的商機及觀光收益也連帶受影響，除了大型音樂演唱會公司、音樂節

活動公司受重創外，各界也注意到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危機，以及這

對長遠的、對未來音樂文化生態的衝擊（N o r d i c i t y 2020/12/7; N o r d i c i t y 

2020/10/8; Carr 2020/12/3; Hamilton 2020/12/17）。這些報告指出，許多

名氣不高、營收規模小的地方型音樂場館及其經營網絡，多是基層音樂人

（grassroots musicians）、基層音樂場景（grassroots music scene）的發展

地。受到疫情衝擊，新進的獨立音樂人及場地音樂事業很容易因此中斷，

而原本就較為弱勢的演出者、工作者或場館，更不易挺過營收及工作機會

大幅削減的危機。換言之，中小型音樂場館與獨立音樂生態，有一定的相

互依賴關係：尚未成名的獨立樂團，能在小場地磨練演出經驗及培養樂

迷，中小型音樂場館也需要獨特的、能負擔得起的原創演出內容。

2020年3月初到該年底，全球音樂場館的災情便陸續出現。以加拿大

1 參見Hamilton（2020/12/17）對英國伯明罕現場音樂場館的調查分類及定義。
Whiting (2021: 561)的研究，也將500人及以下容量的場館，界定為小型音樂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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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音樂協會的調查為例，在大多倫多區共有約5 3 6家場館，其中2 3 6家

是以現場音樂為事業核心，主要類型為音樂廳與劇院（2 5 %）、音樂酒

吧（2 3 %）；在1 7 7家場館的填答中，9 6 %回應其生意嚴重受創，7 0 %回

答在五月初就開始解雇工作人員，而多倫多市在3月以來，至少有11家場

館永久關閉，代表一年會少5000場演出、190個全職工作消失（N o r d i c i t y 

2020/10/8）、12月底更升到22家關門（Trapunski 2022/12/23)。英國的音

樂場館基金會“The Music Venue Trust”（MVT），代表全英國670個獨立

場館，在2020年的4月就為「搶救我們的場館」（#saveourvenues） 發起群

眾募資及遊說運動。他們示警在疫情期間，英國有556家場館正面臨永久關

閉的危機，並持續監控發布紅色警戒時刻，以避免各地具有歷史文化意義

的場館在此危機中永久消失。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EP）的文化

與教育委員會（Committee on Culture and Education），則對歐盟27國的文

化與創意部門（Cultural and Creative Sectors, CCS)進行疫情影響調查，其中

引用歐洲非營利組織「現場音樂促進網絡」（Live DMA)的報告指出，2020

年歐洲16個國家的2600個音樂場館，由於該年只有前8至12周能正常營業，

造訪人次由2019年的7,000萬人次，銳減為1,700萬人次，衰退76%；損失收

入則估計有12億歐元，包括門票、飲食及其它收益，整體收入只剩2019年

的36%、衰退64% ，受影響的包括音樂人/表演者、場館、工作者及週邊商

業網絡（IDEA Consult et al. 2021: 43）。

在亞洲，已有60年L i v e H o u s e發展歷史的日本，更是受創嚴重。因為

3月初發生大阪Live House擴大感染事件，並有政府發布的「娛樂活動自肅

（自我約束）」命令造成的影響，音樂業界發起SOS（#Save Our Space）運

動，以民間的力量訴請政府不應忽略小型展演空間的消失危機，也為易受

到紓困政策忽略的獨立音樂工作者發聲。音樂人投入發行數位合輯，以籌

措紓困資金；國際流行音樂學會日本分會（JASPM），更設立專屬網站發

表調查報告，2以呈現基層的音樂人、音樂場館所面臨的困境。熟悉日本音

2 2 0 2 0年的7月2 3日，該學會的四位研究者（Yo s h i t a k a  M o r i ,  Ky o h e i  M i y a i r i , 
Ryosuke Hidaka, Ryotaro Miyasaka），則於亞洲流行音樂研究群，線上發表，介
紹他們在日本做的關於音樂場地及產業受到疫情影響的初步調查成果。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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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場館的臺灣圈內人士也在2021年初指出，日本音樂場館在2020年以來至

2021年底，已有35家Live House在疫情中結束營業（Spykee 2021）。

當然，面對疫情對各行業及經濟的衝擊，各國政府皆有紓困措施，藝

文行業也是重要對象。以臺灣政府為例，2020年因應疫情編列了1兆500億

元的紓困與振興預算（謝佩玲2020/4/2；林麗玉2020/4/7），其中，文化部

有67億元（約2.39億美元），分兩次實施，為文化與藝術領域紓困：第一次

藝文紓困，預算15億元；第二次藝文紓困是4月1日開始，總預算52.2億元

（約1.86億美元）。同時，還發放「藝FUN券」，鼓勵民眾消費、協助藝文

振興（吹編輯2020/6/10）。2021年疫情再起，行政院除了立即啟動紓困3.0

方案外，文化部則再推出藝文紓困4.0方案，編列特別預算45.49億元，並推

出「積極性藝文紓困補助」，強調協助藝文產業「創作不中斷、人才不流

失、數位再進化」（文化部2021/8/16）；2022年5月則有「受疫情影響表

演藝術事業營運補助」。然而，即使有政府紓困，臺灣現場音樂場館在這

兩年疫情期間的處境或對獨立音樂生態的影響，則尚未被深究。本研究在

2020年初疫情爆發後，持續關注臺灣本地現場音樂場館及現場音樂文化所

受到的衝擊，研究焦點尤其在於以演出原創音樂、獨立音樂為主的中小型

Live House，以及相關工作者的處境。研究問題主要有三個層面：一、了解

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及相關工作者，在2020年至2021年Covid19疫情下所受

到的衝擊為何？二、以疫情為探照燈，檢視本地中小型音樂場館有何發展

特質、生存條件與生存結構？三、長遠來看，了解臺灣現場音樂生態在疫

情影響下的可能變化、未來發展與隱憂？本研究認為，疫情或危機狀態，正

是了解本地基層現場音樂文化生存結構的契機。這裡的生存結構，意指場館

所處的環境條件，及其行動者的生存及行動條件，也是其生存韌性的展現。

對於生存結構的探問，就是去了解作為「脈絡中的行動者」（B a n k s2007: 

2 7），音樂場館及相關工作者有何本地社會文化脈絡中的真實處境。

二、城市中的現場音樂場館、工作者及生態

音樂場館所屬的現場音樂產業，與唱片產業的文化生產場域，雖有重

疊卻仍有不同。最重要的是音樂場館的空間物質形式，總是鑲嵌於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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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的城市或城鎮中，並以此地理空間，連結出維繫場館活動及營運的

工作者網絡、社會關係，形成當地的音樂文化與音樂生態系。本研究以音

樂場館與城市的關係，音樂場館的事業及相關工作者，以及音樂場館所具

有的音樂生態意涵等三面向，進一步建構現場音樂場館的文化理論，以及

場館及相關工作者的基本生存結構概念。

（一）音樂場館與城市

中小型音樂場館在過去的流行音樂研究中，常內在於音樂場景（music 

scene）中。比如著名的紐約CBGB音樂酒吧，便是1970年代美國地下龐克

音樂場景的發源地，被世界各國搖滾樂迷視為傳奇聖地。1 9 6 0年代英國

利物浦的Cavern酒吧、1970年代蘇格蘭大城格拉斯哥的Apol lo場館；1980

年代美國德州奧斯汀當地的Hole in the Wall、英國曼徹斯特的Haçienda、

澳洲墨爾本北邊的獨立音樂場館T h e T o t e；1990年代東倫敦瑞舞文化的

聖地L a b y r i n t h；還有2000初期到2010年前後，北京及臺北的獨立音樂傳

奇場地，D22及地下社會（C o h e n 1991; S h a n k 2012; W h i t i n g 2021: 11-

13; Rynolds 1999; J ian 2017）。英國音樂社會學家Simon Frith便曾說，小

型現場演出（ l i v e  g i g s）與音樂場館的傳說，是很基本的搖滾神話的一部

分，不同城市曾擁有的場館，總被視為是該城市的「音樂靈魂」（F r i t h 

2007:9）。換言之，音樂「場景」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空間，是在特定歷

史時空中，曾交織的特定音樂實踐，讓不同的音樂類型得以浮現、被劃

分，並產生變遷與交互影響的過程（S t r a w 1991:469）；可以說，音樂文

化、音樂場景是看不見的，但音樂場館卻是城市空間中，音樂文化得以被

接觸的物質性延伸與鑲嵌。但這樣的空間鑲嵌，使音樂場館都與所在城市

有著多重的關係。首先，現場音樂場館是城市中的夜生活及經濟活動要

角，不僅促進城市觀光、也能帶動工作機會、促進創意產業成長。2000年

初，以美國的理論家R i c h a r d F l o r i d a為首的創意產業論述崛起，強調新的

經濟動力，來自於一小群創意階級的崛起，是創意藝術（個人才華）與文

化產業（大規模）的匯集融合；而這群人喜歡居住在具有包容力及創新能

量的創意城市中，街頭文化是必須的，以能吸引及保有熟練的工作者，以

及文化觀光客（F l o r i d a 2005)。同時，現場音樂與場館的街頭文化經濟，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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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創造其它行業的流動效應，比如保安、運輸、旅宿以及時尚等等產

業；在創意產業的論述中，夜生活持續的活躍，也是任何創意城市可保有

長期經濟成功的前提。在其中，音樂場館有助於創意，是人們可以進入網

絡之中並交流想法、形成「默會的城市知識」（t a c i t c i t y k n o w l e d g e）的

地方（Lobato 2006:71-72）。其次，音樂場館的空間，還有其社會文化價

值，都市文化中的現場音樂，並不只是個別音樂人的生活及事業，也是城

市生活的本身（the l i fe of cit ies）（Homan 2011）。各個城市，常以流行

音樂活動（如音樂節、跨年晚會），創造凝聚包容、社會和諧或再活化的

都市空間；現場音樂活動也有助於述說城市的故事，將城市品牌化、創造

媒體的注意焦點，以及建構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Van der Hoeven 

& H i t t e r s  2020）。紐約或倫敦的著名爵士酒吧或夜總會，都是音樂場館

能代表特定城市區域的經驗，是一個更廣的文化氣氛的註記。當然，現場

音樂場館也更受制於、或受惠於都市的文化治理。現場音樂場館的負面外

部性，比如噪音、暴力，早期受到政策及規劃管理者的介入，以維持公共

秩序；而其正面外部性如文化魅力，則造成不想要的發展，比如高漲的租

金、房價，使低收入群體被置換，練團室及租屋都被新的地產使用者所取

代，以能有更高的獲利（Van der Hoeven and Hitters 2019:265）。音樂場

館的政策議題，反映出文化政策的公共理性化過程，從1960年代的社會正

當性爭議，比如營業執照，以及飲酒、噪音等規範，在過去30年來慢慢轉

向理性化及工具正當性，如發展文化經濟及創意產業（Van der Hoeven and 

Hitters 2019: 263）。支持現場音樂活動（如演唱會、音樂節及音樂場館等

文化事業），藉以創造城市經濟成長，已是目前全球城市的治理新方向。

澳洲學者Roman Lobato便以澳洲墨爾本市為研究案例，指出2000年前後這

類創意城市的政策轉向，反而使現場音樂及都市文化面臨新的挑戰。這些

挑戰包括：

一、公司化主導（t h e c o r p o r a t e d o m i n a n c e），愈來愈多場館出現所

有權集中化的現象，集中於一小群、通常是跨國公司手中；與此

同時，也有更多公有空間的私有化，變成高價的商營場地，造成

夜生活中愈為高漲的社會及空間的不平等，更複雜的市場區隔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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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及更為排除、非參與式的夜生活文化；

二、全球「炫麗城市」（f a n t a s y c i t i e s）發展潮，以各種主題式的、

品牌化、以及乾淨的都市娛樂區（U E D s, U r b a n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D i s t r i c t s）為發展方向，比如全球化的連鎖音樂餐廳H a r d R o c k 

C a f é，以及各國仿效美國拉斯維加斯城、打造不夜城型態的娛樂

商業特區，引進跨國資本，經營更為乾淨、安全，也更為奢華、

全球化的夜生活場地。但因為缺乏在地的都市知識（比如當地民

眾喜歡本地啤酒，更甚於連鎖品牌啤酒），最後不少跨國連鎖店

家反而以失敗收場，退出墨爾本夜生活市場；

三、都市仕紳化（u r b a n  g e n t r i f i c a t i o n），夜生活城市的全球化，

也使各國都會區再擴大及更新，從紐約到巴塞隆納都出現類似

的都市仕紳化發展後果。在其中，地產商銷售都市波希米亞幻

想給投資者、年輕的專業人士及早期的退休者，這些上流化者

（g e n t r i f i e r s）付出高額費用湧入原本的文化聚集地，希望有高

品質的生活，但隨之而來高漲的房租，使習慣住在工作附近的音

樂人特別難熬，原來的都市住民反而退出當地消費市場（L o b a t o 

2006:65-67）。

類似的觀察，也顯現在英國近年的研究中，中小型獨立場館面臨各式

生存挑戰，包括執照、房價及租金上漲問題；政府不同部門政策態度不一

致的矛盾，加上各城市的發展競爭所帶動的都市更新及仕紳化副作用，一

些沒有商業及政治資源的場館，更難以回應這些變遷；加上成本上漲、觀

眾流失、停車及環境負擔等等問題，一些具有地方、歷史價值的音樂場館

都因而陸續消失，反而破壞了城市中的音樂生態（Behr et al 2014, 2020）。

（二)音樂場館的事業與工作

除了空間鑲嵌，現場音樂場館的事業及工作，也是當代文化創意產業

的代表，有其生存結構上的脆弱性本質。聯合國O E C D組織在其《文化衝

擊：C O V I D-19與文化創意部門》的報告中指出，文化創意產業（C C S）

的結構脆弱性（the structural fragil ity），也就是「非傳統的商業模式及雇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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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形態」（the non-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s and forms of employment）。

許多以場館為基礎的（venue-based）的CCS事業，如博物館、表演藝術、

現場音樂、音樂節或影展書展等活動（festivals）、電影院等等，除了少數

大型媒體及廣電事業集團，大多是非傳統的商業模式，其事業多為員工人

數低於50人的中小型創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甚

至是人數低於10人的微型事業，或是非營利組織，也有許多個別的創意專

業工作者；多數收入僅是可維持存活的邊緣，而不是高營收事業。同時，

這領域的工作，也充斥非傳統的雇用形式，2018年歐盟有740萬人從事文

化活動相關職業，其中三分之一（32%）都是自雇者（s e l f-e m p l o y e d），

相較於一般行業的1 4 %高出許多。這些文化工作者，大多是自由接案者

（freelance）、間歇工作者（intermittent)，也有混合型工作者（hybrid），

同時有受薪、接案及兼職工作等等身分，也常會依案子（p r o j e c t s)而形成

互相支援的工作網絡（OECD 2020/9/7）。此外還有許多「看不見的工作

者」，包括暫時性工作者、沒有薪水的志工、或是以另一份非文化工作

來支持其參與文創活動的人，這些看不見的工作者，更是各種「彈性剝

削」（flexploitation）3的大本營（IDEA Consult et al. 2021:15-17; Morgan 

et a l. 2013; Morgan and Nel l igan 2018; Comunian and England, 2020）。

音樂場館的事業及工作的特色，還包括文化產業常見的「專案團隊」

工作模式，形成有彈性又多層次的專案工作網絡。如R y a n（1 9 9 2）和

Hesmondhalgh（2018）的文化產業理論所指出，出版品、電影、雜誌、唱

片和電視等文化產品，在創作、再製、流通的三個階段中，分別會由「創

意人員、技術人員、創意經理、和所有人及主管」這四種共同的工作角色

組成專案團隊（project team），進行分工。專案團隊是協調創意自主性與

資方管理控制需求的彈性組織型態，其中可區分為「契約藝術家」，通過

契約來簽定報酬和勞動條件的藝術家，具有一定創意自主性，是自由承攬

者；以及「專業創意人」，較常以傳統雇用及支薪方式，以專業聲望為報

酬基準（王志弘2013:101）。由於2000年後臺灣的主流流行音樂產業，已

3 指勞動市場彈性化趨勢下，各種非典型工作者，沒有交涉位置（正職）及能力
取得較佳工作條件，形成彈性愈大、剝削也愈強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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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元音樂經濟取向，唱片版稅收入僅佔4%，但現場演出則上升至35%，

61%來自廣告收入；因應流行音樂市場的高度不確定性，「演唱會專案網

絡」被視為是現場演出收益比重提高後，音樂產業新興的另類運作模式，

具有機動性、暫時性、因案而異、即興創意、部分生產與消費同時發生的

特質，並特別強調個別專業工作者、現場演出者的角色作用（張容瑛、周

志龍2006: 76-77）。同時，專案網絡強調「人」作為知識載體，依賴人際

互動與忠誠，成員可跨界流動並建構虛擬社群，也以專案成員的共同區位

為特色（i b i d.:  79-80）。可以說，演唱會專案網絡，也常與各音樂場館的

現場音樂活動專案有重疊，人員也會彼此流動。在2019年臺灣流行音樂產

業調查中，「音樂製作／發行／藝人經紀業」從業人數為2,209人，「展演

活動策劃與製作業」則為1,976人，彼此已相當接近，在總體流行音樂產業

從業人口中各占比為33%與29%，若加上「展演協力業」有470人（7%）、

「展演空間業」有1,260人（18%）（文化內容策進院2021: 15），可看到現

場音樂展演業的從業人數已超過五成，可說是臺灣現今流行音樂產業中的

主力工作者，也是重要的工作型態。

但是，中小型音樂場館的事業經營者及工作者，與大型演唱會專案團

隊仍有所不同：他們更是地方鑲嵌的，需要很高的文化資本，甚至是不計

利益的志業熱忱，當然也有不穩定的陰暗面。英國近十年來的現場音樂產

業研究，已開始辨識現場音樂活動龐大的實作網絡，包括獨立的音樂活動

主辦（promoters）、藝人相關的演出經紀、以及在地場館，都是現場音樂

商業製作的專業網絡（professionalized network）（Frith et al 2011; Brennan 

and Webster 2011）。這些專業網絡，既是音樂人及觀眾之間的文化中介者

（cultural intermediaries），也是音樂場館舉辦流行及搖滾樂音樂活動的產

業供應鍊（l ive music supply chain）(Webster, 2011: 31)，有各式各樣工作

者的參與，包括音樂人／藝人、廠牌、音樂活動單位/統籌、代理商、巡演

經紀、場館、票務公司等等，在其中場館屬於現場端，也就是宣傳該活動

內容、執行售票及接待消費者等部分。而近期澳洲學者Whiting（2021）的

研究，以500人以下的音樂場館為個案，指出這類小型音樂場館的經營者以

及音樂企劃，總是處於文化資本及其商業經營目標有所矛盾的不穩定工作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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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中。一方面，演出經理／音樂企劃／排表演者（the Booking Agent)在

場館事業中具有重要角色，他們是文化中介者，作為策展人（c u r a t o r s)、

品味創造者，也是生意人（Whiting 2021:565）。他們總是交換其社會及文

化資本，以能創造這樣的現場音樂活動，為場館創造收益流；但他們的工

作方式，有的是受雇於場館，有的則是外包給專業的活動代理，或是場館

事業的部分合夥人（part-owners）。另一方面，他們也承擔風險，因為要

維持對於小眾利基市場的吸引力，這些小型場館經營者及音樂企劃，又常

把追求獲利視為次要目標；他們視自己為文化空間的策展人及這類社交的

促進者（facil itators），同時也扮演維持其美學及文化場域的守門人角色，

雖然強化了這類場館的利基市場、傳奇地位，也常與其經濟利益有所抵觸

(Whiting, 2021:568-570)；實際上小型音樂場館的經濟獲利一直非常邊緣，

如Van der Hoeven 及 Hitters（2019:126）所說，因為小規模，以及獨立於大

型連鎖公司之外，所以獲益並不穩定。而除了經濟危機，各種專案化的工

作型態，包括後工業、認知資本主義時代的知識工作者，還有那些非物質

情感勞動或創意階級，專案既是彈性的、流動的工作組織形式，形成創意

產業中由才華或文化想望所驅動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Morgan and 

Nelligan 2018:22），但各種「專案中的自我」(projectified self)，也是這類

不穩定主體性的隱喻（Klaff 2017）。可以說，這皆是場館相關工作者經濟

不穩定風險外的另一陰暗面。

（三）現場音樂生態

此外，現今有關音樂場館的研究，已更強調現場音樂生態（l ive music 

ecology）的概念（Behr and Cloonan 2014, 2016; Behr et al. 2016, 2020; Van 

der Hoeven and Hitter 2019, 2020; Van der Hoeven et al. 2022; Bennett 2020; 

W h i t i n g 2021）。英國近年對現場音樂產業進行大規模普查，來自愛丁堡

大學、格拉斯哥大學的研究團隊在公部門及民間音樂人團體委託下，以

生態學的取向進行研究。他們提出，現場音樂生態，指的是現場音樂表

演所需的物質及文化條件，生態即是影響現場音樂活動所涉及的各種因

素與行動者之間的關係。現場音樂生態的研究取向注意三個重點：一、

現場音樂發生的場所／建築物的物質性：這使現場音樂是鑲嵌於其週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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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物質文化中；二、音樂活動總是不同意識形態之行動者持續協商的

結果；比如音樂場館與城市規管者（r e g u l a t o r）之間的協商，因而許多對

音樂有影響的政策，其實不見得與音樂有關；三、音樂生態關注永續性

（s u s t a i n a b i l i t y），對政策制定者尤其重要，需了解及討論生態中的所有

因素，才能作好決策。比如補助公共交通建設，讓大家可輕易到達場館所

在地，而場館經營者或音樂活動主辦也要意識到，如果沒有政策協助，

他們是無法存活、也無法長久。換言之，場館的物質性（m a t e r i a l i t y）、

不同行動者的相互依存關係（interdependence），以及現場音樂文化的永

續性（sustainabi l i ty），就是現場音樂生態取向所關心的焦點（Behr et a l. 

2016）。

如此的現場音樂生態學取向，突顯現場音樂行業的複雜網絡。各

種大小的現場音樂場館，意味著生態系中的「場館階梯」（ t h e  “v e n u e 

l a d d e r”），是音樂人在不同階段音樂事業的考驗及目標；不同大小、音

樂類型的場館（如搖滾、民謠、電子、爵士、古典……），在生態系中也

是相互依賴的關係、共存共榮，對人們的音樂體驗有不可或缺的價值。而

場館也有各種經營型態，如私人音樂愛好者（e n t h u s i a s t）、公部門補助

（s tate-funded）、商業現場音樂（commercia l l ive music）等等。而各種

草根的、小型音樂場館，除了有助於創意與夜生活經濟，也是各種樂團的

「廁所巡迴演唱會」（意指迷你場館）的一站，常是當地重要的文化遺

產、文化地標，更是廣泛的現場音樂生態的基礎（Behr et al. 2016; Van der 

Hoeven and Hitters 2019; Webster et al. 2018）。

而荷蘭鹿特丹大學近年的現場音樂研究團隊，也陸續發表現場音

樂生態的研究。他們指出都市的現場音樂生態系，包括物質設施、行動

者網絡、社會機構、實際的文化活動等四個面向（V a n d e r H o e v e n e t  a l . 

2022）。而綜合分析澳洲、美國、南非、加拿大、英國、蘇格蘭及荷蘭等

地的現場音樂調查報告，他們提出現場音樂生態的社會及文化價值（V a n 

der Hoeven et al. 2019）：在社會價值上，現場音樂活動能拓展人們的社會

資本（強化向心力或因此而擴大連結），也能促進公民的公共參與，形成

與地方有所連結的認同；當現場音樂成為都市遺產的一部分時，居民及參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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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都會心生驕傲及歸屬感。在文化價值上，現場音樂有不可量化的重要

性，有助於音樂創意（music creativity）、人才發展（talent development）

以及文化活力（cultural v ibrancy）。比如，現場音樂有其內在的「為音樂

而音樂」的特質，表演及觀賞本身都有樂趣，音樂場館透過安排各種正在

浮現的新進音樂人、多樣的音樂類型及原創音樂，有助於音樂創意與創造

力。而現場音樂館場能提供空間，讓人們得以發展其技術與才華，尤其像

剛起步的音樂人、事業還未穩固的表演者，他們都需要空間練習，也能藉

此與其它音樂人及音樂產業合作，磨練技巧並培養觀眾。同時，現場音樂

也與都市中更廣的文化生態有密切關係，如創新的影像、藝術設計及時尚

等等，繁榮的現場音樂生態，能促成不同領域的跨界合作、擴大混合的觀

眾，使城市文化更豐富有活力（ibid.: 266-268）。

在這樣的生態學觀點下，他們進一步建議都市計畫應有的政策工具，

包括：一、另類思維的基礎建設及政策，比如打造容許更高音量的音樂場

地與特區；指定傳奇場地為文化遺產，肯定其歷史重要性以作為城市文化

景觀；二、改變音樂場館噪音的負責主體，比如由後來遷入者擔負隔音施

設責任；三、對獨立小型音樂場館提供多元的經濟支持方案，如低利小額

貨款改善隔音、徵收大型演唱會票券稅作為小型場館基金等；四、施行多

元的文化政策，如設置夜間市長制度，以促進文化活動的多樣性（ i b i d . : 

269）。換言之，在現場音樂生態學的視角下，音樂場館的重要性得到更為

全面的認識：音樂場館不只是個別的事業，或是音樂人的工作場所，更受

到都市空間、城市規劃及文化政策的影響，也是社會認同及人際互動萌生

的場域，音樂文化及創意得以發展的有機環境。

回到本地，在2 0 0 0年之後，臺灣及東亞其它國家開始使用“L i v e 

H o u s e”一詞來指稱現場音樂場館，在臺灣的正式名稱是「音樂藝文展演

空間」。一方面，L i v e H o u s e在臺灣的發展過程，也一樣是與都市秩序規

管者、國家文化政策持續協商，為了要爭取正當性及生存權。這主要發生

在2005、2006年曾出現的「Live House正名化運動」，由The Wall、地下社

會等本地音樂場館所發起，為了能被政府部門正視，爭取專屬執照分類，

不與八大娛樂事業有所混淆，也為了能被社會大眾所接受（鄭凱同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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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詩瑜2013: 76-85）。但另一方面，正名化運動後近十多年的發展，這些

位於臺北都會的藝文空間，卻也開始受到都市更新、仕紳化的影響，變得

愈來愈難生存、愈被擠壓至城市邊緣；仕紳化的趨勢使得L i v e H o u s e僅能

作為城市治理縫隙中的皺摺與異托邦（王志弘、高郁婷2019），成為都市

計畫中的新社區與看不見的音樂文化社群之間的矛盾對立（何東洪2013, 

2015），在2011年爆發的師大商圈自救會運動中，相關對立間接造成2013

年臺北傳奇音樂場館「地下社會」的消失（簡妙如2017）。檢視本地現場

音樂場館曾有的抗爭及消失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疫情衝擊或許不只關乎

音樂場館能否重新開門，更可能是長遠的音樂生態變化，城市生活相關社

會及文化價值的深遠轉變。

而由現場音樂生態學的角度，本文認為還可納入另類的公共生活，以

及倫理聚落的論點。中小型音樂場館、Live House常代表的是城市中的異質

空間，是另類的社群連結及象徵意義的創造，一直是各國城市中多樣性靈

魂與本真性得以保留、重新發展之處（Z u k i n 2009）。本地學者王志弘，

便曾以「文化準公地」，指稱這類來自民間的商業藝文空間，是在市場及

國家治理之外、相對自主的藝文空間，也是「補缺型藝文空間」，用來提

供超乎商業利潤的社會價值，形成推動創意、萌發批判性反思的基地，也

有助於構築各種民間社群網絡（王志弘2019: 46）。而由音樂、文化工作

與空間的共存關係來看，音樂場館所維繫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也成為

音樂文化工作者重要的藝術、實作及倫理取向聚落（clusters），支撐了有

別於個人利益或經濟理性的文化生產（Banks 2007:145-152）。亦即，這樣

的聚落能為各類微型創意創業提供倫理基礎，比如文化及思想資源，共享

的文化熱情、文化藝術嬉戲氛圍、次文化資本等等作為支持（Morgan and 

Nelligan 2018: 122-123）。換言之，現場音樂生態的取徑，或許更能將現場

音樂相關工作者，視為脈絡中的行動者，取回文化工作者鑲嵌性的社會關

係，在創意主體之外，強調其物質性的社會空間及集體文化。

總結上述三個面向（音樂場館與城市、音樂場館的事業與工作、現場

音樂生態）的文獻探討，本文所指的中小型音樂場館及相關工作者的生存

結構，也就是影響其永續性（sustainability）的環境與行動條件，既是空間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118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設施、交通區位、經濟等內外在社會物質條件，也是法規、歷史脈絡下的

價值觀、美學喜好、人才多樣性等社會文化條件。在國內外的案例討論中

我們可以看到，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包括了城市法規與政策、空間與地

理區位、市場喜好與規模、行業生態等構面，在工作者部分，則包括工作

機會與收入條件、工作網絡與分工、工作者聚落、藝術實作及倫理關係等

構面。這些交織著社會物質及社會文化的結構條件及其多重構面，將是本

研究進一步分析的重點。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2020年中期到2021年初，以及2021年底到2022年初，進行兩

階段的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下稱Live House）受疫情影響的田野調查，以

及相關工作者訪談。以下先說明臺灣Live House的類型及分佈概況，再提出

本研究的方法設計。

臺灣現有L i v e  H o u s e類型，可以大小、經營權型態作為區分。就空

間大小來看，容納觀眾6 0 0人以上到2 0 0 0人的大型場館有8個，6 0 0人以

下3 5 0人以上的中型場館有3個，3 5 0人以下的小型場館有2 6個（見下表

一）。 4另外，以經營權及經營型態來區分，則可分為公司連鎖場館、獨

立場館兩類。公司連鎖場館，指的是有母公司資金投入經營的大型場館或

連鎖場館品牌，在臺灣，以L e g a c y傳音樂空間（2009-）集團為代表，是

由擁有L e g a c y系列等5家場館、簡單生活節、以及街聲（S t r e e t V o i c e）、

i N D I E V O X等平臺的中子音樂公司所經營；2020年新北市新增一可容納

2000人的大型場館Zepp，則是招商日本東京Zepp場館集團來臺灣開設；另

外，河岸留言、Backstage Live都是同時經營大、小各一場館的連鎖品牌。

也有曾是連鎖品牌但又縮減經營規模、或經營易手的場館，如老牌的T h e 

Wall（2003-），曾經在2008年擴張為The Wall Music公司、經營「野臺開

4 本研究在2021年初收集、2022年3月更新資料，以常態性有現場音樂演出活動、
音樂p r o m o t e r會去洽談的表演場館為主；  2000人以上的大型音樂會場地（如
TICC、小巨蛋），已歇業場地、或偶像見面會、婚宴尾牙表演場館、平常主要
為餐飲空間或其它營業空間（如唱片行）、只偶爾辦演出的場地，皆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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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大港開唱」等音樂節，更曾有高雄的「T h e W a l l駁二」及宜蘭「賣

捌所」等擴大的連鎖場館品牌；但在2 0 1 3年因音樂祭操作失利、原股東

離去，2018年更換經營者，現成為僅擁有臺北The Wal l場館的小公司。除

了連鎖場館，臺灣其它的中小型場館皆是獨立場館居多。但特別的是，中

大型場館大多是專業場館，但小型場館則有多角化、複合式的商業經營內

容，如結合餐廳、酒吧或樂器行、音樂活動公司，大多是微型事業或由少

數人合資經營。

此外，臺灣的Live House還可以場館空間所有權來區分。一般來說，音

樂場館多是私有空間民營事業，但由於臺灣政府在2004年發展文化及創意

產業政策，  2008年開始，便陸續出現進駐公有空間的新興Live House。這

些公有空間包括文化部由各地舊酒廠改造而設立的文創園區，以及部分古

蹟建築活化再利用的空間，可用來經營在地面、符合消防法規以及噪音標

準的音樂場館，這類空間中的場館經營又可分為公有空間民營、公有空間

公營兩類。比如河岸留言承租臺北市西門紅樓古蹟，經營可容納700人、被

稱為「大河岸」的新場館；L e g a c y集團則是在2009年進駐華山文創園區，

向遠流集團承租、經營可容納1,200人的大型場館Legacy，後來才陸續拓展

為擁有大小5家場館的連鎖品牌；臺北市公館的自來水園區是百年抽水站

古蹟，在2011年由PIPE Live Music進駐經營約200人大小的音樂場館。這類

Live House，都可說是由政府「輔導成功」的音樂展演空間，將業者引導轉

入文化專用區經營，「沒有使用分區問題、也無擾鄰憂慮……也能接壤官

方想像中可以帶來經濟效益的大型演出」（王志弘2019: 62）。而在2010

年開始，臺灣政府以超過百億元預算興建臺北流行音樂中心（北流）、高

雄流行音樂中心（高流）兩大建物，2020年前後陸續完工及開幕營運，其

中規劃的Live House空間也開始對外招商。例如位於高雄光榮碼頭的鯨魚堤

岸，即是高流的Live House場地，2018年就招商開設SPERO的音樂場館（原

廠商為KKBOX），2021年則轉由臺北的Backstage Live團隊接手；不論新舊

建築，這些皆是公有空間民營的Live House，共有6家。但公有空間營運的

Live House中，也有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的Live Warehouse、新竹的風Live場

館，是由其市政府文化局自行經營，成為少數的2家公有空間公營場館。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120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表1：臺灣現場音樂場館（Live Venue/Live House，2021.6-2022.6製表)

類型 觀眾容量(人) 代表場館(所在城市) 數量

大型
場館

1000-2000

Legacy-傳* （臺北）、Legacy Max（臺北）、Zepp 
New Taipei(新北市)、TADA*（臺中）、Legacy 
Taichung（臺中）、LIVE WAREHOUSE**（高
雄）

8
（5+3）

600-1000 河岸留言-西門*（臺北）、三創C l a p p e r S t u d i o
（臺北）、Backstage Live*（高雄）

中型
場館

350-600 The Wall（臺北）、Corner House（臺北）、風
Live House**（新竹） 3

小型
場館

120-350

PIPE*（臺北）、後臺Backstage Café*（臺北）、
杰克音樂（臺北）、小地方（臺北）、河岸留

言-公館（臺北）、樂悠悠之口-光復南(臺北)、
ThERE（桃園）、Rocks岩石（高雄）、鐡花村*
（臺東）

26
（9+17）

120以下

L e g a c y M i n i-a m b a（臺北）、L e g a c y M i n i-好丘
（臺北）、R e v o l v e r（臺北）、臺北  月見ル君
想フ（臺北）、女巫店（臺北）、海邊的卡夫
卡（臺北）、破牆（臺北）；江山藝改所（臺
北）、彌聲M i x i n g S t u d i o（新竹）、迴響（臺
中)、浮現音樂（臺中）、Forro Café （臺中）、
玩劇島小劇場 (臺中 )、洞穴（臺中）、福大祿
昌（彰化）、T C R C（臺南）、R o o m 335（臺
南）、Seety新城視（臺南）、百樂門(高雄)

總計： 37

*公有空間民營 **公有空間公營

表1即是臺灣所擁有、還在營運Live House，歷經2021年至2022年中期

的變化異動，共有37家。大型場館有8家，其中4家為公有空間民營；中型

有3家，其中1家是公有空間公營；小型場館有26家，其中17家是120人以下

的微型場館。以縣市分佈來看，臺北19家（2021年原17）、  新北市1家，

雙北共有20家最多；再來則是臺中、高雄各有4家；新竹及臺南各有3家；

而桃園、臺東、彰化則各有1家。以本研究的觀察來看，2021年至2022年

中歷經疫情變化，臺北從17家增為19家，新增 l e g a c y m i n i@好丘，以及破

牆等兩個小場館；臺中則由原來的7家減為4家，主要是臺中文創園區中的

TADA在2021年8月租約到期，而洞穴及Forro Café等獨立小場館，則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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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暫停營業，在上表中以刪節號呈現。5 

本研究在2020年至2021年初，選取北、中、南共9家具代表性的中小

型L i v e  H o u s e，進行田野調查及深度訪談（見附錄1）。中型場館是T h e 

W a l l（容量525人），小型場館選取臺北的P I P E、小地方、樂悠悠之口光

復南（容量在200-250之間）；微型場館選取臺中的迴響、玩劇島，臺南

T C R C、高雄的百樂門，以及彰化的福大祿昌（容量皆在80-100人）。同

時，本研究有兩階段的深度訪談，第一階段是在2020年中到2021年初，針

對2020年的疫情影響，陸續訪談與現場音樂場館有關的工作者，區分經營

者、受雇者及自雇者三類，6訪談對象包括音樂場館或音樂廠牌經營者、場

館或音樂廠牌受雇者，以及各式自雇者，如音樂人、音控、燈光師等自由

接案或混合式的音樂工作者，共23人。第二階段則是在2021年底至2022年

初，針對2021年的第二波疫情進行補充訪談，新增兩位受訪者的二次訪談，

及3位能提供關鍵資訊的新受訪者；兩階段的受訪者共26人（見附錄2）。

在深度訪談及田野調查之外，本研究也有輔助性的研究方法。為了紀

錄資訊，並交叉比較各訪談對象提及的問題，如受疫情影響期間、收入被

影響金額、影響原因……等等，本研究邀請受訪者針對疫情受影響狀況，

填寫問卷，7並以滾雪球方式再邀請無法現場訪談的工作者填寫，共收到39

份，8其中經營者佔17.9%，受雇者35.9%，自雇者46.2%；音樂相關工作年

資平均7.37年；女性30.8%，男性69.2%。問卷調查僅是為收集各工作者受

5 2022年7月下旬，臺北「海邊的卡夫卡」（2005-）到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新開設
「高流店」，但旋即宣布臺北店將因都更而於2023年1月底歇業，一進一出，
Live House總數未有變化，但高雄及臺北則互有增減。

6 在問卷中，經營者界定為「有營業登記、並有聘用自己以外其它員工，如經營
音樂廠牌、音樂場地、獨立空間、活動單位⋯⋯等」；受雇者為「由他人發給
固定月薪者」；自雇者為「接案者，包括個人工作室、一人廠牌、個人創業
者、短期契約工作者⋯等」。

7 問卷內容包括：一、基本資訊（年齡、性別、年資、目前工作職稱、工作角色
認定）；二、疫情影響狀況（收入、主要因素與程度、損失比例等）；三、紓
困申請、評價及其它因應方法；四、建議及訪談意願，共四大部分，總題數20
題，填寫時間15-20分鐘。

8 本研究並未進行大量無面容的（faceless）線上問卷調查，而是以「盡可能含納
現場音樂產業中各面向工作者、並確知其音樂相關資歷者」為立意抽樣對象，
進行邀請填答。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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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狀況的基本資訊，因此僅為描述性統計而無分析性統計。由於研究者

超過十年的參與式研究經歷，因此較能以局內人（資深樂迷、樂評人及業

餘音樂活動舉辦者）身分，接觸及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受訪對象，不同階段

的田野觀察及訪談，也以補充資料納入本文分析中。以下分析，則由L i v e 

House、音樂工作者兩大面向，分別探討疫情影響、生存結構與現場音樂生

態的變化。 

四、疫情下的臺灣中小型Live House與生存結構

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在疫情映照下，展現出非典型商業的本質，營運

立即受到影響。但同時也展現出近十年來的生存結構及生態變化：獨立小

型場館以複合式經營模式維持生存，而近年在公部門政策協助下，更出現

平行於都市仕紳化發展的「Live House仕紳化」現象。

（一）疫情對臺灣中小型Live House的影響

整體來說，2020-2021的兩次防疫活動限制，對臺灣Live House產業造

成程度不一的影響；影響程度與場館大小、營業規模成正比。演出場次較

多的臺北場館，以The Wal l來看，2020年的國內外藝人演出內容，至少有

36場取消，4月及5月甚至有連續44天沒有表演，三個月損失超過百萬（B4 

2020/10/17）。而PIPE的4、5月演出場次同樣是零（B2 2020/6/29），小

地方的取消場次集中在3、4、5這三個月，共20場。此外，檢視北中南約13

個代表性大中小場館的臉書和官網，9從2020年2月7日到2020年12月30日，

共有126場活動取消，一個場館平均有近10場取消。以The Wall、小地方、

迴響、百樂門四家場館為例，全年原定總場次476場，取消83場（國內51

場、國外32場），取消場次集中在3至5月。整體而言，取消場次佔原定總

場次的比例為17.4%（國內0.7、國外6.7），原平均一周有2.3場活動，降為

1.8場。換言之，相較於歐洲各國場館在2020年，觀眾人數、營收都衰退6

9 這13家包括：Legacy Taipei、Legacy Max、Legacy Taichung、河岸留言（公館&紅
樓）、The Wall、PIPE、小地方、洞穴、迴響、TCRC、LIVE WAREHOUSE、
百樂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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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到7成，雖沒有直接可對應的數據，但臺灣場館只有不到兩成的取消率，

受影響狀況相對少很多。但2021年的疫情則稍有不同，自5月11日發佈二

級、5月15日至7月27日為三級警戒後，全臺灣所有場館就完全停止營業至

少三個月，直到 7月底三級警戒解除，雖然開始有零星活動，但絕大多數場

館在10及11月之後才能正常營業。如上表1所示，2021的第二次疫情影響，

臺中便有三家音樂場館，因租約到期或另有其它規劃，而未回到市場中。

值得注意是這些獨立中小型場館的受影響狀況，與其經營型態、以及

在哪裡經營有關。首先，在2 0 2 0疫情出現後，當各場館無法有演出活動

時，複合性微型L i v e H o u s e受到的影響反而較小。以2020年為例，當時發

布的是「禁止室內100人以上活動」，但因為這些微型場館平時的演出觀

眾常少於100人，雖然不少活動因安全疑慮取消，但仍有一些場次繼續。

比如臺南的TCRC雖然4月只有兩場表演，但並沒有取消：「因為來演也沒

幾個人，每個人都還有三公尺的距離（笑）」（A1 2020/4/6）。臺中的迴

響也是如此，因為場地最多只能容納80人，配合政府進行實名制、戴口罩

後，3月及4月份每個月還有八場演出，「因為平時的觀眾就都不到50人，

幾乎就沒有差」（A5 2020/12/19）。更重要的是，複合式經營模式原本

就是這些小型場館，也就是所謂的民間藝文場所、「文化準公地」維繫生

存的根本手段（王志弘2019:40）。複合式經營的Live House，就是以其它

營收來源，支持平時不賺錢的展演空間。許多場館是以一樓的酒吧或餐廳

營收，來支持展演空間，因而停演的影響並不至於危及生存，因為本來就

無法靠L i v e H o u s e收入來維持。這類複合式場館最成功的代表，便是臺北

的Revolver（左輪手槍，2010-），這是一間2樓有迷你Live House的酒吧，

或是老牌的女巫店，以餐廳平衡收支。而在田野調查中，臺中的迴響、高

雄的百樂門也有類似的經營模式。百樂門甚至因為過去是由酒吧營收補貼

二樓L i v e H o u s e的虧損，在2020年3月到5月沒有演出期間，「反而沒有繼

續賠錢」（A7 2021/1/4）。同時，迴響及百樂門的酒吧生意雖也受疫情影

響，但在社交距離應變下，仍有在地音樂人、熟客來喝酒或吃飯，還是有

現金收入（A5 2020/12/19；A7 2021/1/4）；百樂門的房東甚至還減收房

租（打95折，由每月5萬變成只要4.5萬）、「因為營業額低，反而容易撐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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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波疫情」（A7 2021/1/4）。同時，這些場館也一樣有申請及獲得政

府紓困，拿到相當於六成營運成本的補助，因此2020年疫情期間反而還可

作員工訓練（A7 2021/1/4；A8 2021/1/16）。臺南的小型場地TCRC Live 

House，也是有另一個開在隔壁巷、生意很好的TCRC酒吧作為主要收入來

源，雖然Live House本身是位於地下室的專業場館，但原本就不賺錢、也非

經營主力，疫情爆發後，經營者甚至勸音樂人：「安全重要、不一定非要

來演」（A1 2020/4/6）。然而接連2021、2022兩年在5月爆發新的疫情高

峰，場次取消外，酒吧的消費者也消失，部分收入來源有限的複合式微型

場館，如臺中迴響、高雄百樂門都已有生存壓力。

其次，專業中小型場館受影響較大，但公有空間民營場館的衝擊較

小。相較於微型場館，200-500人的中小型場館，由於是專業、專門場地，

房屋租金較高，又沒有其它複合經營的收入，疫情衝擊下營運便立即出現

危機。以2020年為例，The Wall、小地方、樂悠悠之口、PIPE是取消場次

較多的200人-500人的專業場館，其中前三個場館都出現顯著的生存危機。

以樂悠悠之口光復南為例，因為是2 0 1 9年底才開設的新進場館，雖有申

請紓困補助，但因位於臺北市信義區菁華地段，每月店租成本高達28萬，

2020年疫情後的活動票房起起伏伏，雖有員工薪水延後發放，但還勉強維

持；但2021年5月疫情再起、升三級警戒完全不能演出，年初原已陸續離

職的正職員工7人，到5月便已全數離職，只由經營者苦撐面對債務及房租

壓力（A11 2021/11/18）。同樣的，完全是私人空間民營的中型場館T h e 

Wal l，也因為房租高達25萬元，2020年疫情有零收入的三個月後，在2020

年6月起至2 0 2 1年5月，場館正職人員都被減薪三分之一，至今無法恢復

（B4 2021/11/17）， 2021年的第二次疫情更是雪上加霜，正職人員一一離

去，甚至還有欠款風波（B6 2021/3/21；B7 2022/2/6）。小地方在2020年

疫情中，新接手的經營者，也立即陷入以借款苦撐的壓力中。在這些場館

中，只有在公有空間民營的PIPE ，歷經2020、2021年的兩次疫情，還能正

常營運。2020年第一次疫情時，收入損失除了音樂演出取消外，另有6月份

學生畢業季租借場次全數取消（B2 2020/6/29），但因為是承租自來水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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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有空間，據同業了解營運成本比其它同大小場館低許多。10即使P I P E

也曾在2021年完全停止營業3個月，但因有紓困補助、公司也有承接其它政

府標案，是小型專業場館中，少數仍能正常營運、員工也能正常支薪的一

家。因為在公有空間及民間空間的房租壓力差異，也令經營者感到憤慨，

自嘲房租可能是競爭對手的5-6倍（A11 2021/11/18）。換言之，接連兩年

的疫情，已使The Wall，樂悠悠之口的原有正職員工全數離職。

此外，音樂演出內容的差異也有影響，以國際音樂人演出為主的中

型場館損傷更是嚴重。2 0 2 0年T h e  W a l l原1 1 9場，變成8 3場，取消佔比

30.2%，相較於小地方的19%，迴響7.8%，百樂門15.1%，T h e W a l l的取消

場次比例最高；尤其是36場取消演出中有25場國外藝人演出，3個月損失累

計超過百萬元。由於T h e W a l l一直是歐美、日本等知名另類搖滾樂團來臺

舉辦演出的重要場地，演出票價較高，被稱為以「朝聖場」11來維持營運，

全球疫情爆發對The Wall來說即是重傷。即使臺灣防疫得當，2020年6月及

2021年10月之後，各項活動解禁、觀眾也再度出現，但因為國際藝人長達

兩年迄今（2022）仍無法來臺演出，比起其它場館的大牌本土藝人或本地

演出內容，T h e W a l l的虧損連靠政府紓困都很難支撐。122021年疫情造成

員工全數離職後，雖然再聘了一位新店長及兩位兼職，但只能緩慢回復，

並開始接受其它的音樂路線，「以還債為優先考量」（B7 2022/2/6）。

臺北月見君想，則是另一個以國際音樂人為主的微型場館，因為日籍經營

者主要以臺日交流、引入日本另類音樂人為其利基市場，在疫情下完全停

擺兩年，也是靠複合性經營的咖哩餐廳作為主要收入，勉強維持（DIGLE 

M A G A Z I N E 2021/5/22a,  2021/5/22b），但苦心經營的臺日交流國際路

10 2013年PIPE曾因抗議被漲房租而上新聞（陳慰慈2013/11/8），當時的房租約4.5
萬，原本P I P E要被委外經營廠商漲為8萬元，但抗爭後租金漲價便暫緩，直到
近年才略為漲價。但無論是月租5萬或8萬元，在臺北市皆遠低於市場行情（約
10-15萬元），PIPE的房租價格，幾乎與中南部微型場館相當。

11 指樂迷專門為了國際知名、傳奇樂團來臺灣演出，到L i ve Ho us e朝聖觀看。但
這些樂迷對本地音樂人，不一定會如此熱情，久而久之場館觀眾反而有一定屬
性，類似分眾市場。

12 The Wall數年前曾經歷經營不善、經營權易主風波，目前仍有外界仍不甚明瞭的
債務，使其抵擋突發狀況的承受力更低。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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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則面臨「觀眾、樂團本身都流失」的困境（A12 2022/2/19）。換言

之，疫情影響近三年，跨國類型的音樂活動可說受創最嚴重，對本地音樂

生態的多元化造成衝擊。

（二）低發展高競爭、Live House仕紳化

本次疫情，也映照出本地Live House產業的特殊生存結構。首先，臺灣

Live House的市場及商業模式，似乎有低度發展、卻高度競爭的狀態。一方

面，小型場館的經營者，幾乎都是音樂愛好者，以熱情而非利益優先來經

營。尤其微型場館多是自己也在玩團、曾玩團的音樂愛好者所開設，因規

模小，大多聘用人數遠低於10人，甚至常是老闆以別的工作養活自己，開

店就是興趣，為本地音樂社群服務；生意只是在存活邊緣，大多是不賺錢

但不要倒就好。就像在臺北曾有地下社會，其它縣市也開始出現當地的代

表場館，沒有什麼商業利潤、但卻已存在超過十年；如臺中的迴響、臺南

的T C R C、高雄的百樂門，已成為當地音樂場景的代表。包括新的彰化場

館福大祿昌，也是以其它營收（樂器行、錄音、燈光音響硬體接案）來支

撐（A9 2021/2/20）；甚至，臺中迴響近年還另辦「無限自由」音樂節，

雖不賺錢但就是團隊想開創的興趣與事業。而這也反映出Live House在現場

音樂產業中的生態系角色：不論專任或兼職的Live House相關工作者，經常

就是各種音樂節、現場音樂活動的彈性工作團隊來源。音樂場館的工作內

容及技術，與音樂節所需要的專業技術高度重疊，平日的場館工作，就是

可接下各式音樂節、官方或商業活動案的基礎。

另一方面，本地L i v e H o u s e的演出時間、市場規模仍相當有限。L i v e 

H o u s e有演出的日期，多集中週五、週六，其它時間則很零星、甚至沒有

演出就沒營業。上述四場館調查中，一周平均2.3場，相較於前述多倫多11

家場館關門代表5000個演出消失，意思是平均一家場館一年有454場、一周

8.7場演出，純就數字來看，臺灣小型現場音樂的市場或消費習慣，似乎還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或者說，到L i v e H o u s e看現場演出還很小眾，強調原

創的獨立音樂類型也是1990年代晚期才在臺灣出現的產物，相較於唱KTV

或逛夜市，到L i v e H o u s e聽現場，並非是那麼普遍的日常娛樂或大眾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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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以疫情期間及疫情趨緩後為例，當5月底、6月初樂迷又回到現場，

甚至有「報復性消費」的現象，迴響、小地方在6、7月都有票房榮景。但

7月過後，竟因為臺灣各音樂節紛紛出現，反而使場館的營收下滑；尤其年

底前許多需要結案的音樂節齊出，「有很多免費的東西可以看，就不會有

人來Live House看」（A8 2021/1/16），小地方在2020年的9到12月票房慘

澹、甚至有生存危機。音樂節過盛就影響各Live House的收入，這似乎也可

說明，臺灣在臺北市之外，其它縣市（除臺中、高雄）僅有零星一兩家Live 

House可存活的真實處境。而場館的每週演出數量、利用率低，也使得開發

多用途場次變得迫切，樂悠悠之口便表示：因為想再拉進戲劇、講座等其

它活動，「不喜歡對外說我們是一個Live House，而是要開始說，我們是一

個venue的概念」（B6 2021/3/21）。臺中的玩劇島也有類似規劃，新經理

人積極拓展獨立、爵士、劇團、行為藝術等多元的演出內容，以突破每周

演出場次過少、場館閒置的困境（A6 2021/1/18）。這也映證了臺灣藝文

活動發展長久的結構性困境之一，「普遍缺乏充足的消費市場」（王志弘

2019: 48）。

其次，另一個本地L i v e H o u s e的特殊生存結構，則是輔導型公共空間

場館及一般商營場館的競爭關係。回顧臺灣的Live House所曾面臨的問題，

從2005年合法化運動到2013年地下社會歇業，可以看到與國外音樂場館類

似的歷程：由爭取正當性，到面臨都市仕紳化而產生的排擠效應（擾鄰、

房租上漲），再由政府介入，以文創產業發展政策積極引導輔導。經過多

年抗爭及遊說，2010年前後，政府一方面釋出公有地，在各地發展文創園

地，協助L i v e H o u s e轉往地上、合法安全的場地或特區發展；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也推出協助Live House的消防改善修繕補助（臺北市），或是扶植

原創音樂在各場館的演出補助（高雄市）。政府的輔導及政策介入，使合

法的、新型態的Live House在全臺逐漸出現，成為平行於都市仕紳化的Live 

H o u s e仕紳化現象：原本在老舊街區或地下室的音樂酒吧，逐漸轉為以合

法、乾淨、安全、地面場館為主的發展形態；原來的經營者退場，或是移

往文創園區、商業區經營，成為合法的新式Live House；這便是本文所指稱

的，內含於都市仕紳化效應的Live House仕紳化現象。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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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v e H o u s e仕紳化的效應之一，便是新舊L i v e H o u s e經營者的替換或

邊緣化轉型。進駐公有空間的新式場館經營者，通常是公司化、連鎖品

牌才有辦法承租營運，比如L e g a c y、大河岸，或是承租新場地的國外品牌

Zepp；這呼應了前述Lobato（2006）的墨爾本城市仕紳化案例，場館所有

權愈加轉為公司化、連鎖品牌所主導。而舊型態Live House的退場，除了臺

北的地下社會，還有臺中迴響的轉型。臺中迴響，原本是由臺中龐克樂團

成員Yuki於2009年創立，舊址在逢甲商圈附近，是可容納500人的中型專業

場館。但經營十年以來，歷經執照不符及2011年臺中阿拉pub大火的場館安

檢問題，後來臺中文創園區的TADA（方舟場館）及臺中Legacy先後成立，

成為競爭對手，迴響卻是長年虧損甚至負債百萬；2019年初因房租漲價，

經營者身體也出問題而停業。直到2020年初，Yuki與好友找到臺中中區合

法商業區新址，讓迴響以微型複合式場館復出，一樓為酒吧餐飲，二樓為

50-80人的Live House；但已遠離原本的藝文聚落，也放棄競爭中型場館市

場（A5 2020/12/19）。

Live House仕紳化的效應之二，則是場館階梯出現斷層。由於在公有空

間經營的新式場館多為大型場館，包括臺北、臺中可容納千人的L e g a c y，

以及高雄的L i v e W a r e h o u s e（有百人及千人的大小場地可選擇），在2010

年後成為樂團演出的新選擇，作為「場館階梯」的中型場館被跳過，甚至

愈來愈少。在多年田野調查中，便已有不少業者抱怨，新的大型場館為了

開拓市場，有時會以同等級場租、低票價讓樂團演出，不少樂團在小型空

間要往上發展時，直接跳過中型場館，就在大型場館中以布幕分隔出較小

空間，還是能演300-500人的場次；同時，一些已能在千人場館有號召力

的樂團，也很少再回到中小型場館以低門票演出。換言之，在政府積極輔

導下所創造的L i v e H o u s e仕紳化，反而成為不同量級場館的非典型競爭。

大場館的資源充足，在低度發展的音樂展演市場中，還是需要與中小型場

館競爭演出者及觀眾，包括臺北The Wal l、臺中迴響受到的影響最明顯；

而這些消長，或許能解釋近十年來，全臺灣中型場館不見成長、反而愈少

的原因。同時，這樣的非典型競爭，也反映在新進L i v e H o u s e經營者的困

境上，以及近年來，臺北、臺中都出現音樂場館經營易手頻繁的現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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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經營模式可生存外，在民有空間經營專業型L i v e H o u s e幾乎都是大

挑戰。包括小地方、玩劇島都是新進的場館經營者，而樂悠悠之口則是由

舊址轉移到較大場地的新場館，這些新進場館及新進經營者，反而都還在

生存邊緣摸索營運及生存之道。一位音樂廠牌負責人便如此剖析：「現在

聽眾這麼多，但是場館沒有增加，……中小型的〔L i v e H o u s e〕就變得很

困難……但是臺灣最大的〔場館〕都是在公營單位上，所以就是很奇怪」

（A2 2022/1/22）。

五、疫情下的音樂工作者與生存結構

而疫情對於音樂場館相關工作者的影響，則有多種樣態。進一步檢視

其生存結構特質，展現出為了維持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而有高度彈性

的專案工作網絡，也有複雜又相互依存的另類彈性剝削。

（一）疫情對音樂場館相關工作者的影響

以2 0 2 0年的疫情影響來看，音樂工作者所受到的影響的確沒有其它

國家嚴重。在問卷回覆中，可獲得初步的影響輪廓：收入被影響的原因

中，以「舉辦海外藝人來臺演出」、「國外音樂節演出」、「國外單場音

樂活動邀請或巡迴演出」，被取消或延期被填「非常嚴重」最多；再來則

是「國內音樂節」以及「國內單場音樂活動」的取消或延期，也較多人填

「非常嚴重」及「嚴重」。而收入被影響的程度，事業單位月營收減少

「10-20萬」（42%），經營者個人收入損失「3-5萬元」（42.9%），受雇

者「1萬元以下」（35.7%）、「1-3萬元」（28.6%）等最多，自雇者則為

「1-3萬元」（44.4%）；損失占原收入比例，大多為「20-40%」。而不論

事業單位或個人，紓困之外的自救方式（可複選），最多人勾選「加強

做線上音樂演出、線上販售音樂作品、周邊」。值得注意的是，受雇者

的自救方式中，勾選「有，開始多接其它非音樂的兼職工作」（50%）、

「有，開始尋求轉行作音樂之外的其它工作」（28.6%）的人不少，顯示受

雇者受影響程度不低；而自雇者勾選這兩項的也最多，「開始多接非音樂

的兼職工作」有66.7%、「尋求轉行作其它工作」有38.9%。整體而言，多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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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個人收入的損失落在20％-40%區間，影響月份也多集中在3個月，相較於

其它國家來說並不算太嚴重。2021年5月疫情再起時，因為是三級警戒、政

府紓困補助比照去年快速發放；同時8月後活動慢慢再出現，甚至年底至年

初的現場音樂活動又是大復出，有接案者自陳：「像是暴食症一樣」（C7 

2022/2/6），也有點吃不消；而2022年5月以來新的Omicron疫情出現，文

化部也有票房損失補助，紓困助益或影響還待觀察。但在訪談及田調中，

不同角色的工作者仍有不同的受疫情影響狀況。

首先，中小型獨立音樂場館的創業者、受雇者，因場館資本不足，立

即承受營運及薪資壓力。由於私人商業場館每月有房租水電等固定成本，

雖有政府紓困補貼，但原本就負債或舉債投資創業的場館經營者，便立即

出現經濟壓力。The Wal l、樂悠悠之口這兩家，直接以減薪或延後發薪來

因應困境。The Wal l在減薪期間就開始有員工離職，「因為一直看不到薪

水回復的可能」；而年紀較長的音樂總監因有家計壓力，為了平衡身心低

潮，2020年9月下旬便默默開始白天打工外送便當，但在2021年5月初，因

身體出狀況便正式請辭（B4 2021/11/17）。樂悠悠之口因為音樂人老闆自

己沒有薪水，受雇店長也只能接受延後發薪（B6 2021/3/21），並在2021

年5月也正式離職。小地方則是除紓困補貼外，創業者還需向朋友借貸來度

過難關，直到2021才有能力清償債務（A8 2021/1/16）。相對來說，微型

場館因複合式經營形態，幾乎沒有幾位正式員工，就較無減薪、負債或員

工離職的情況。

其次，音樂場館相關工作者，幾乎都是有演出時才形成的工作團隊；

有自雇型音樂人、音樂活動主辦，以及承攬型音樂技術工作者，這些典型

的接案工作者（project worker），在疫情中不僅面臨經濟壓力，還有音樂

事業及工作機會中斷的危機。有音樂場館接案技術人員，因按場次承接演

出工作才有收入，各種活動取消後，連減薪都拿不到，雖能申請到紓困，

但因生活在臺北市，付房租及基本開銷就很吃力。有已玩團十年的獨立音

樂人，才剛辭去白天正職、決心成為專職音樂人，疫情一來卻打壞這個

音樂志業計畫（C5 2020/11/24）。有人才剛從大公司離職決心當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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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接案音控師，苦撐兩個月，到6月時已感受到餓肚子的危機。在訪談

及田野中發現，不少人開始作非音樂相關的兼職工作，比如去便利商店打

工、送U b e r E a t s，或接一些修理音響器材的工作；還有人先前就已到朋友

開設的密室逃脫店當店長、以支持音樂創業，疫情期再協助音樂圈友人去

打工。當然，原本的音樂工作就已是長期不穩定的狀態，疫情下更難面對

家人的質疑，在各式心理壓力下也不免自我懷疑：「這次是否真的該轉職

了？」。 13在本研究的這兩年期間，不少自雇者也真的再重新擁抱白天正

職，音樂志業或創業，只能再打回副業或嗜好的原貌，並在社群媒體發出

可教學、接案、徵案子的訊息。這樣的人才流失，也同樣發生在日本（A12 

2022/2/19）。

此外，以跨國音樂市場為主力的自雇型音樂人、音樂活動單位、獨

立店家，還有一些看不見的工作者，都有事業中斷及經濟危機。如前述，

臺灣的疫情對以外國藝人演出為主的場館影響最嚴重，這同樣也影響相關

的創業者。比如近年出現不少將主力放在引介東亞（日、韓、中）獨立音

樂，或專攻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線的跨國活動單位，甚至包

括本地幾家專門吸引日本樂迷及東亞遊客的獨立唱片行，幾乎都是一到兩

人的D I Y新創事業，是近年零工經濟的另一面，在自由接案者外，有各種

原生創業（feral enterprise）、微型創業者（microentrepreneurs） 的崛起

（Morgan and Nell igan 2018: 121）；這些剛起步的創業者（如A4、A10、

B1、B3、B5、C2、A3），正以多元的利基事業加入現場音樂活動產業供

應鍊，卻大受疫情影響。其中不少人是累積數年、接近自我剝削的各種基

層音樂工作後，才決定創業，就遇到因疫情而暫時中止的狀況。有人咬牙

捲起袖子，一人多工、努力開發其它企劃，有人適時應徵其它工作過渡，

也有人則不免對新創事業的未來感到茫然，原已談定的活動與人脈經營，

都得重頭來過。同時，以國外巡演為主力的前衛樂團，因為音樂類型較小

眾，主要市場在歐洲、澳洲或日本等，但因無法出國，反而因此解散（C5 

2020/11/24）。一些在中國有高知名度的樂團，無法去巡演而損失不少收

13 以上為綜合多位自雇者及田野中的自雇者所得，為保護隱私不特別標註個人。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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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而原已敲定的北美音樂節或國際事業發展計畫，也因此受影響（A 2 

2022/1/22）。還有一些看不見的邊緣音樂工作者，比如有居住在日本，

但專做臺日兩地跨國音樂活動的創業者，即使有臺灣國籍、也難申請到紓

困，但工作室的業績及個人收入損失卻超過八成、高達一個月十萬元（A10 

2021/2/23）。另外，場景中還有非本國籍、非正式承攬的工作者個案，長

年以灰色經濟的方式接案，也不符紓困申請資格，疫情這兩年一直在存活

邊緣掙扎（C6 2021/3/30）。

（二）音樂志業、專案工作與彈性剝削

而疫情影響外，我們可進一步看到本地音樂場館相關工作者的生存結

構特質，以及在基層現場音樂生態中，複雜曖昧的多重彈性剝削。一般而

言，音樂場館販售的服務，就是欣賞現場演出。從上游的內容生產、場館

現場演出到下游售票，涉及相當多不同的工作者，具有高度複雜性，這樣

的工作者網絡，可見圖1所示，連結了藝人及觀眾之間的關係，是來自於場

館內外工作者，也就是中介者（intermediar ies），所成就的一場場的音樂

演出。這些工作者包括三個部分：

一、音樂演出內容：來自於音樂人、音樂廠牌，以及各式音樂活動主

辦人/單位、代理商、巡演經紀或音樂節；這些外部單位規劃好

藝人與節目內容後，向場館預訂場地，或由場館主動向他們買表

演、邀請藝人來場館演出。

二、音樂場館營運：提供現場音樂活動的物質性設施及空間，需要

有音樂行政、音樂技術及周邊服務等三種類型工作人員，以聘用

專職、兼職工作者，或以單場次承攬方式等不同的雇用形態來因

應。最常見的專職人員是場館經理、企劃及會計等音樂行政部

門；再來是專職的音樂技術人員，負責所有現場演出的支援技

術，包括硬體總監、系統工程師、音控、燈光及舞臺技師等等，

但小場館多以承攬方式聘用業界專業技術工作者擔任，因為並非

天天有表演；周邊服務則是場館附帶販售的酒水、餐飲或商品。

三、音樂票券販售：過去小型場館多自行售票，但現在因應電子化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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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演出單位或場館自身多與外部電子票券公司合作，協助處理售

票點、票款及娛樂稅務。可以說，從上游到下游，這些角色各異

的工作者網絡，就是現場音樂場館的「專案團隊」生產關係，雖然

複雜，但依著每次活動而有不同的組合，也相當有彈性，同時，

因為場館的鑲嵌性，也多以共享的地理區位及社會關係作為支持。

圖1：現場音樂場館相關工作者（中介者）網絡
（Network of Live Venue Intermediaries）

然而在田野調查中卻可看到，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工作網絡，在

高度彈性的生存結構特質下，也有隱身於音樂志業中的多重彈性剝削。一

方面，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必須以更為彈性的專案工作網絡來維繫，正職

人員很少，甚至出現技術人員已完全以接案、時薪工作者來支應的雇用形

態，才能有足夠的彈性，或者說，生存韌性。參考G r a b h e r（2002）對於

廣告業專案生態（project ecology）的圖示，本文將音樂場館的彈性專案生

態，以圖2呈現。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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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館內工作者（創業者、受雇者） 場館外工作者（創業者、接案者）

VO：Venue owner 場館經營者

VM：Venue manager／marketing 場館經理

VP： Venue planning/promoter 場館企畫

CP：Creative professional 美術設計／文宣

TP：Technical professional 技術工程

BS：Bar staff 吧臺人員

PS：Part-time staff 兼職/時薪人員

IP：Independent promoter／planning 獨立音樂企劃

AP：Artist-affiliated promoter 藝人經紀或推手

CP：Creative professional 美術設計／文案宣傳

TP：Technical professional 技術工程

PS：Part-time staff/freelancer兼職人員、自由工作者

專案合作關係

演出內容提供者、場地提供者

專案服務提供者

圖2：現場音樂場館專案團隊生態
（The project ecology in live music venue)

如圖2所示，一場特定的音樂演出活動，需要有音樂內容提供者（藝人

或音樂活動單位），音樂場館內外工作人員，以及基於人際關係或地理區

位中的工作者網絡來完成，形成專案生態的相互依賴性。音樂人想辦「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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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活動」時，會由自行創業的獨立企劃（Independent promoter／planning, 

IP）或音樂經紀人、推手（Artist-affiliated promoter），向場館訂場地，有

時活動也會在非典型場館（如公共空、學校空間等等）發生，但都會形成

一個活動專案，需要各種接案的音樂行政、音樂技術及周邊服務人員。反

過來，場館主辦的演出活動，主要在場館中發生，也會向音樂經紀人或活

動單位預訂表演內容；有的場館有較完整的工作人員編制（如場館1），但

有的場館則是將音樂技術人員以接案工作者因應（如場館2），有的場館甚

至是由所有人兼任場館經理，少數時薪兼職人員，美術文宣及技術人員，

都是與場館外的接案工作者合作（如場館3）。在疫情前，中小型場館的技

術人員就已是最常被彈性化的職務類型（場館1中以虛線呈現），成為場館

2模式，但場館大多有固定合作的技術接案工作者，遊走在場館場域（方

框所示）中。但疫情打擊下，中型場館甚至會出現由場館2成為場館3的模

式，除了經營者兼經理外，其它都由接案者及兼職人員支援，以能更有彈

性地度過難關。

比如中型場館T h e  W a l l，早年音樂技術人員都還有正職、分工也專

業，但歷經經營危機後，技術人員全都轉為兼職，票口及吧臺則以兼職或

時薪工讀生擔任；在疫情減薪狀態中，因陸續有人離職，便出現更嚴重的

一人多工狀態。而小地方的營運，則是創業以來便以彈性方式聘用工作人

員。兩位新合夥人其實就是過去員工，因前老闆要結束營業而頂下，但只

能一人全職（硬體店長），另一人半職（企劃店長），但又曾兼另一場館

（樂悠悠之口）的場館經理正職，雖然特殊，但這種混合型工作狀態，並

非少見。除了店長，小地方沒有其它正職人員，新的經營者想出以「完全

符合勞基法的承攬」組成工作團隊，按場次承攬（接案）方式算錢，換算

時薪約在200-400元之間，合作夥伴過去皆長期一起工作，將近20人，自由

度高、向心力強，從而支撐了這個從店長到承攬者都具高度彈性又相互依

存的工作團隊。其它微形場館，也幾乎只有老闆一人正職，百樂門的工作

人員約有11個兼職；迴響則是老闆一人管店務兼作吧臺，因只晚上營業，

連吧臺廚師都是白天有工作的合夥人弟弟擔任，二樓展演部聘一到二人，

演出工作人員皆以工讀生、接案人員因應。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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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現場音樂場館的相關工作，也呈現出夢想及才華的內在

動力，以及夢想剝削、才能剝削或志業階梯剝削等另類彈性剝削現象。由

於中小型音樂場館多以原創、小眾的獨立音樂為取向，就經營者或音樂企

劃而言，具有追求美學及文化志業的內在動力，是文化催化者、具有文化

事業的前鋒本質，但也承擔高度風險（O’Connor 2000:23）。為了追求並

非為利益而出發的文化事業或音樂志業（W h i t i n g 2021），不同角色的音

樂工作者都有另類的彈性剝削。以經營者來看，微型音樂場館創辨人多是

混合型工作者，以自身的高度彈性來支持音樂志業，可說是由夢想支撐的

自我剝削。開一個小型L i v e H o u s e，就像開獨立唱片行或次文化空間，常

是城市巷弄或地方縣市中，音樂愛好者與同好的夢想之舉。創辦人與合夥

人，多以小成本合資成立，參與者大多是文化創意產業中典型的多重斜

槓、混合型工作者。有人本來就另有專業，是自由工作者，才能兼顧音樂

事業；有些人雖然開了店，但長期先不支薪或領微薄薪水，以支撐場館。

比如百樂門老闆是音樂人、也是美術設計師，長期以接案設計來維生，玩

樂團、經營音樂酒吧都是興趣，每月營業額扣除成本後，「有多的、剩下

的就是我自己的薪水，一萬多塊」（A7 2021/1/4）。福大祿昌老闆主業開

樂器行、接活動音響工程，音樂場館是兼營，讓彰化玩音樂的人有地方可

以去、有歸屬感才是目的。有的經營者不僅長期不賺錢，還得平衡興趣、

生活與各式壓力，迴響老闆從早期到現在，月收入不到兩萬元、持續了20

年。他自嘲：

辦音樂節叫快速自殺，辦Live House叫慢性自殺，⋯⋯弄迴響的
時候其實是一直在折磨自己，因為Live House每天要顧慮的就是
錢錢錢，租金、電費，又有政府的事情，要抗爭，我都沒有在
賺錢，我這十年都在搞這個東西，最後連樂團都沒的玩⋯⋯但
開Live House就是交朋友，自己沒有辦法成為rock star，當然可
幫助他們是最重要（A5 2020/12/19）。

自我剝削但能賺到和朋友有地方一起喝酒、工作，在音樂場景中這種

混合型工作者兼經營者，以自己本身的薪資及多工彈性維持場館存續，在

Live House創業中頗為常見。

以雇用者來看，中小型音樂場館則常出現弔詭的才能剝削。與過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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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正式雇用關係而產生的彈性剝削不同，才能剝削，幾乎都是文化事業

裡較為曖昧不明的分工，以及需要高仰賴以「人」作為知識載體而形成，

包括其次文化資本、人脈及多樣才華。比如音樂企劃、店長等角色，常是

場景中較資深、兼負藝人、策展人及經理人特質的受雇者，面臨更弔詭的

才能剝削：因才華及個人魅力，高度被重用（作為文化中介者），但愈有

才華則愈多工、愈被彈性剝削。The Wal l音樂總監，其實也是專業DJ、也

有自己的活動單位、音樂廠牌，算是音樂場景中多才多藝、又有經營能力

的人才，但也自陳：「一個這樣子營運的場地〔按：容量500、國際知名

場館〕，我覺得說出去我們只有5個正職一定沒有人會相信這件事，企劃基

本上只有兩人半，另外一個人只負責扶土成牆，另外一個人敲團，我要敲

團跟敲DJ，我還要做The Bar的活動主，還要當美編，我覺得大家沒有辦法

想像這件事情」（B4 2020/10/7）。樂悠悠之口場館經理，談到自己高度

彈性的混合工作者身份：「其實我覺得這個產業的人，大家不是說多多少

少，而是幾乎，都有斜槓工作，我們拿不到的，只能用別的地方想辦法補

貼。……其實我還有別的工作身分，XXX、XXX都是，大家多多少少。即

便沒有疫情，就都已是多重身份。但還好有這個身份，在疫情之下，我們

就還過得去。在疫情下減少的收入及多出的時間，就去作別的事、發揮在

別的事情上」（B6 2021/3/21）。外在彈性（場館），內在彈性（工作者

自身）都需具備，才能共同挺過疫情，也是場館與音樂工作者特殊的依存

關係。

再以接案者來看，在音樂場館的工作網絡中，還可看到不少灰色地帶

中的工作者，為了更接近產業而承受志業階梯剝削。由於中小型音樂場館具

有鮮明的音樂生態特殊角色：培育未來音樂工作人才，因此有許多身分曖

昧的「工作者」。這些人多半定位不明，一半玩、參與音樂活動，一半學

習、累積經驗而作兼職；比如有不少人學生時期就是工讀生、慢慢成為兼

職、正職，或接案工作者，從事企畫或技術工作。這些人大多有長期沒有

薪水、或只拿幾百元工作費的經驗，可說是一種「志業階梯剝削」：剛起

步的見習工作者，以低薪或不支薪方式入行、獲得磨練機會，以期未來成

為正職或專業接案者。比如長期低薪的合作工讀生、臨時被找來幫忙的志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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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或是以為接兼職案但卻是作正職工作內容的接案者。而接這些工作的原

因，有人是為了「刷履歷」，有人則自陳「只是個愛音樂的笨蛋」；有人

礙於情面、也有人不知道這是不合理的待遇。場館內部的工作生涯，不見

得有階梯可往上爬，場館外部的接案生涯，也不見得就能順利開展；有的

人為了音樂社群的氛圍而停留，有人終究無法忍受而離開，有人則是回去

做白天正職、晚上再來友情支持。這些妾身未明的工作者，常未被看見，

而灰色工作地帶中的彈性剝削，也總是利害參半；因為，這是音樂場館與

未來入行者在音樂生態中的相互依存關係，而非一般勞雇關係，是彈性剝

削也是相互依賴。無法區分的勞動、玩樂、學習、嗜好、工作、友情之間

的關係，身心及理智上都需更強的倫理支持，成為另一不穩定的陰暗面。

換言之，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相關工作者的形構，既有文化創意產業

複雜的、混合的非傳統雇用形態，工作者也總以更彈性多工的方式、更普

遍的斜槓身分來回應這個產業中的多重彈性剝削，矛盾地，在彈性與不穩

定中循環。但音樂工作者「彈性－不穩定」的生存結構幾乎也是文化產業

工作的常態。如O’C o n n o r（2000）早先提出的：「關於文化的工作、

技能及志業的概念架構，包括整個就業的概念，在過去數十年都在經歷激

烈的改變。第一及第二項工作、沒有錢的工作，失業以及自雇者，都已再

結構了文化勞動市場，我們必須正視各類關於工作就業的統計，可能根

本缺乏了關於此部門在質性層次的真實細節」（i b i d.:  16-17）。此外，疫

情中的志業或工作變遷，也如A n g e l a M c R o b b i e所說，充斥著由「入迷」

（enchantment）到「除魅」（disenchantment）的故事（引自Morgan and 

Nelligan 2018:102）。同時，志業階梯的剝削，也來自於場景中大量的自雇

者及創業者陷入更為激烈的競爭式個人主義（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

在40年的新自由主義發展下，文化工作無法公平、多元地分布，創意經濟

有著深深的不平等與不正義（Banks and O’Connor 2017:647）。疫情衝擊

下或許更該思考：文化能在危機中帶來撫慰，背後文化工作者也必須能持

續存活，他們值得更好的工作與對待，需要人們更為公允的敬意（B a n k s 

202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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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臺灣現場音樂生態的變化與未來

在2020-2022年的疫情衝擊下，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及音樂工作者的

挑戰及變化，仍有待未來沈澱後的回顧，但在這兩年，以獨立音樂為主的

基層現場音樂的文化生態，已發生了值得關注的變化。首先，2020年第一

次疫情影響期間，原本為競爭狀態的L i v e H o u s e業者，以及只想發展音樂

美學與志業的樂團，反而出現久違的合作情誼。比如，獨立廠牌空氣腦唱

片（Airhead Records），在2020年4月底以無妄合作社、Deca Joins兩個樂

團為首，推出「Cancelled 巡迴取消」T-Shirt販售計畫，藉以穩固「消費者

付費、進場聽表演的習慣」（徐韻軒2020/4/28；鹹派2020/7/17）。臺北

的三個場館T h e W a l l、小地方展演空間、樂悠悠之口光復南，在6 月舉行

「WAU！ Vol. 1 防疫新生活」求生企劃，共18 場音樂演出活動，強調「在

紓困外，給予演出者及場館最實在的支持」（徐韻軒2020/5/27），高雄市

政府營運的Live Warehouse，也在6月企劃一系列「零時起義」的音樂活動

（鹹派202/7/2），都是為了重新帶動樂迷回到Live House。這些呼聲及創

意行動，重現場景中久違的音樂社群意識，而不少場館在疫情間自辦或受

補助舉辦的訓練活動，也使Live House重新成為具有藝術、實作及倫理取向

的本地音樂文化聚落。

其次，經歷兩年多的疫情，臺灣現場音樂生態，反而出現獨立音樂

的新興榮景。如前述，臺灣疫情在2020-2021這兩年間，各有3個月較為嚴

重外，其它期間反而還能正常舉辦活動，但因國際疫情嚴峻、樂迷無法出

國、國際音樂人也進不來，反而讓本土樂團有更多的演出機會。一開始是

2020年底造成樂迷報復性消費現象的音樂節，臺灣樂團成為演出主力，不

少較無名氣的樂團，甚至也獲得前所未有的演出機會與演出規格。14同時，

樂團在音樂節的演出費，在2019年就已來到商業演出水準，在2020、2021

年時，這樣的榮景不僅維持，甚至較受歡迎的壓軸樂團，演出行情可以倍

14 以浮現祭、大港開唱為例，至少有7、8個小樂團（粉專追蹤人數只有數百或
3000人以下），過去有國際音樂人演出時並無緣參與，但這兩年卻受邀在這兩
個門票完售的熱門音樂節中演出。

COVID-19中的Live House：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結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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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成長，展現已是臺灣本地大團的自信。另外，本土樂團的專場，也有愈

多售票秒殺現象（比如落日飛車，傷心欲絕、甜約翰、拍謝少年……等樂

團）。2020年下旬延續到2021年底、2022年初，一場場爆滿的獨立音樂現

場活動，音樂人、工作者及樂迷們，無不陷在一種臺灣獨立音樂已然起飛

的振奮感中。

然而，疫情對本地音樂生態的影響，也有尚未被正視的隱憂：包括疫

情的反覆使練團室因而停頓，影響新人組成樂團，在獨立音樂的榮景中，

反而新樂團變得更少。同時，現場音樂活動中的國際音樂交流及相互影響

大幅減少，包括中國、日本、臺灣等東亞各國，當地音樂市場都轉為以本

土藝人為主，「大家越來越沒有興趣國外的事」（A12 2022/2/19）。此

外，國際交流減少、新人、邊緣音樂人、新技術人員的流失，也間接使得

雖然市場大好，但卻不太有破格的音樂創作與活動出現，造成未來音樂生

態可能愈趨為同質化、無法有多樣性的隱憂。最後，疫情期間各國音樂產

業出現世界性的轉型浪潮，線上音樂節、線上音樂會、音樂論壇、以及線

上互動科技，成為熱門研發趨勢，這也成為未來臺灣音樂產業能否與國際

接軌的潛在挑戰。

總結而言，在疫情衝擊下，我們關心的不應只是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

當下的生存危機，反而更是其根本的生存結構。首先，本文指出臺灣本地

音樂場館「低度發展、高度競爭」的市場狀態，以及「Live House仕紳化」

現象，突顯出近年來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的轉型與變遷，以及中型場館愈

為減少的「場館階梯斷層」隱憂。然而，這個生存結構的形成，卻是臺灣

地方城市治理與中央政府文化政策輔導下的共同結果：Live House在物質空

間上變得更為乾淨、安全、合法，但在文化意義上，卻可能愈為同質、常

態與平淡。本地L i v e H o u s e愈少可能成為另類的社群連結或城市的異質空

間，也更難形成有機的、推動破格創意的據點或萌發批判及倫理反思的聚

落，而它商業利益以外的其它價值也更少被提及。其次，本文也提出「現

場音樂工作者的專案化」生存結構，突顯出中小型音樂場館相關工作者，

正是當代文化創意產業「非傳統商業模式及雇用形式」的代表，也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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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下，由才華及文化想望所驅動的零工經濟，以及正在擴大中的

各種微型創業。在外顯的生存結構上，中小型音樂場館工作者不論是經營

者、受雇者、自雇者，都承擔了經濟報酬不穩定和勞動條件不佳的高度風

險，但也因而發展出更為彈性及混合的工作身分與專案網絡，作為調節。

但本文進一步提出其內隱的生存結構，由於對創意自主性、文化志業與美

學的追求，加上夢想與才華的內在動力，中小型音樂場館行業中衍生出更

為曖昧、還未被系統化探討的「夢想剝削、才華剝削、志業階梯剝削」現

象。15可以說，Live House相關的專案工作網絡，不只是一種彈性化的成本

控管與組織形態，更是現場音樂產業志業階梯的縮影：由樂迷、業餘表演

者、時薪兼職工作者、企畫、創意或技術接案者，一步步累積，形成未來

可成為專職受雇者、自雇者或經營者的網絡化路徑。在內隱外顯的生存結

構中，有何情感投注與複雜曖昧的自願、甘願及免費勞動關係？仍值得進

一步研究。

最後，本文也要重申，中小型音樂場館仍有看不見的、超乎商業利

益的社會及文化價值。中小型音樂場館是基層音樂社群及人才的美學、技

術與實踐得以養成的聚落，也是人際關係、地域認同與倫理情感得以建立

及發展的土壤。圍繞著一場音樂演出，那些活動前後與場館內外的無價交

流，演出時的興奮、沈浸與昇華，演出後人群的談話、嬉鬧或放空，比

起只是消費一場「無可取代的現場體驗」，更為珍貴，更不可取代。本文

認為，疫情映照的並不只是臺灣中小型音樂場館一時的生存危機，更需要

注意的是疫情前後就已持續面對的生存結構。如何讓基層音樂場景中的人

才、樂迷，以及多樣的Live House得以存續，不會因為疫情而中斷，不會因

為脆弱又特殊的生存結構而變得更加單一、同質化，這些都仍是臺灣現場

音樂生態中，包括音樂人、音樂工作者、樂迷、Live House經營者、政策制

定者、社會公眾等等，需要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15 以此角度探討本地音樂節的「音樂行政」工作者如何入行、如何掙扎於志業，
可另見陳巧妮（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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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COVID-19期間中小型Live House調查列表
類型 名稱 所在地 創立* 經營型態 容量(人) 訪談日期

中型
場館

The Wall 
Live House 臺北 2003 專業展演 525 2021.01.07

小型
場館

水管音樂 
PIPE Live Music 臺北 2011 專業展演 250 2020.06.29

小地方展演
空間APAmini 
Live House

臺北 (2015) 專業展演 200 2021.01.14

樂悠悠之
口 光復南 臺北 2019 專業展演 230-250 2021.03.21

小型
場館

迴響音樂藝
文展演空間

臺中
(2009) 
2020

(專業) 
複合式

(120、500) 
80 2020.12.19

TCRC  
Live House 臺南 2007 專業展演 100 2020.04.06

玩劇島小劇場 
Little Play 臺中

(2014) 
2020 專業展演 80-100 2021.01.08

百樂門酒館
Paramount Bar 高雄 2014 複合式 100 2021.01.14

福大祿昌&
未來音樂

彰化 2018 複合式 80 2021.02.20

*小地方、迴響、玩劇島（）內為原始創立年，另列新負責人或新址開始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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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COVID-19 音樂場館及相關工作者訪談列表

類型 代號 單位／職稱 訪談日期

經營者

A1 TCRC Live House／創辦人 2020.04.06

A2 Airhead Records／音樂廠牌負責人
2020.06.29
2022.01.22

A3 PAR Store／創辦人；樂團吉他手＆主唱 2020.07.03

A4 耳福音樂、天空音樂節／創辦人(馬來西亞籍) 2020.10.16

A5 迴響音樂展演空間／創辦人 2020.12.19

A6 玩劇島小劇場／經理 2021.01.08

A7 百樂門酒館／創辦人、樂團主唱 2021.01. 04

A8 小地方展演空間／負責人 2021.01.16

A9 福大祿昌&未來音樂／創辦人 2021.02.20

A10 Artificial Music／個人promoter 2021.02.23

A11 樂悠悠之口／創辦人 2021.11.18

A12 大浪漫唱片、臺北月見君想／創辦人 2022.02.19

受雇者

B1 浮現音樂／企宣；東京兜圈／發起人(自雇者)
2020.04.02
2020.10.31

B2 PIPE／企劃；樂團吉他手
2020.06.29
2022.02.06

B3 Atrip／行銷總監；樂悠悠之口／企劃經理；東南亞線
Promoter（自雇者） 2020.10.16

B4 The Wall／音樂總監；DJ
2020.10.07
2021.11.17

B5
密室逃脫店／店長；

日本線Promoter（自雇者）
2020.10.31

B6 樂悠悠之口／場館經理；小地方展演空間／企劃店長
(共同經營者) 2021.03.21

B7 The Wall／新店長、樂團經紀人 2022.02.06

自雇者

C1 BOFU工作室／燈光師 2020.10.09

C2 烏太波寺／發起人、Promoter 2020.10.16

C3 樂團經紀、獨立漫畫家；PAR Store店員 2020.10.29

C4 獨立音樂人、日文翻譯 20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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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者

C5 獨立音樂人、DJ、樂團吉他手、音樂製作人 2020.11.24

C6 音控/混音師、錄音師工程師（日籍） 2021.03.30

C7 音控/混音工程師
2020.08.02
2021.04.28
2022.02.06


